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影响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提升的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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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经历了党的十八大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发展主义逻辑，强调发展农业生产，提升农业产业效率，实现农业产业现代化，这种效率驱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效能提升，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党的十八大之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共同富裕逻辑，在乡村振兴战略驱动下，通过植入思政元素进行价值引导，可以有效提升政府工作人员、农业科技工作者和农业生产者的个体使命感和主体能动性，从而有效提升农业科技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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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 &T) service system has gone through two sta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Befor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 &T service system presented a logic of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and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This efficiency had driven the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 &T service system, but ignored the subjectivity and initiative of people.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S &T service system had showed the logic of common prosperity after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Driven by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ndividual sense of mission and initiative of government staff, agricultural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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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uld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through the impla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or value guidance, so a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S &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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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问题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也提出，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要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开展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和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因此，提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研发及转化应用效率，为我国现代农业科技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对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一般指农业科技服务供给方为农业生产和经营者（需求方）提供包括农业科学知识、技术、成果、信息等要素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所构成的开放性体系[1]，一般包括供给者（农业科技研发方）、信息获取（传播途径）、需求方（农业科技受众）、实施效果（成果应用）等四个环节[2-3]。近年来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农业科技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成为一种趋势，我国的农业科技服务主体也逐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4]，但面临诸多新形势、新需求以及新问题。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发展不仅面临农业发展资源受限、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大、发展成本不断增加、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消费市场结构细分、农业多功能价值凸显、农民就业与增收压力增大等新形势新需求[5]，而且存在政府农技机构聚焦公益性科技服务主责不够、高校院所及科技人员提供农业科技服务动力不足、成果数量有限且实用性差、信息传播途径和服务形式单一低效、社会化与市场化服务发展滞后、所获信息精准度低质量不高等问题[1,6-7]。如何提升我国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效能，促进农业生产高效快速发展？除了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不断调整和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加大政府投入增强服务主体服务能力，建立项目经费导向和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推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建立数字化信息化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渠道和农业科技成果展示平台，更为重要的是要关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各主体的主观意识和能动性，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大国小农”农业现状，利用农业科技服务全体系的思想政治建设，培养各主体的主体性和使命感，塑造主体价值观，从而催化个体的潜在能动性，使体系各环节有机融合，以提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整体效能。
乡村振兴背景下，从农业技术成果的供给侧到需求侧及应用，由于所面对的对象和行为发生了改变，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开展思政建设工作，要充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全面、深刻地把握体系中的“变”与“不变”，研究思政建设对主观个体及客观农业科技服务各环节的影响，为后续农业科技服务过程中开展思政建设提供客观依据和指导，以全面推动农业科技服务高效落地，助力农业科技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2 研究设计与过程
2.1 文献回顾与反思
2.1.1 文献回顾
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作为联通“生产问题-技术创新-解决问题”的关键路径，对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生产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一般从构成和功能两个角度来进行解析。从构成角度，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由农业科技服务组织、机构、实体或个体及相关的基础设施、政策环境等构成，是一个由农业科技服务供给方、需求方及两者间传播途径组成的开放式服务体系[1]。供给方主体主要为开展技术创新并提供科技成果的涉农高校及科研单位，以及参与农业科技研发与服务提供的政府管理与服务机构；需求方为基层的农业生产单位、组织或个体，以及参与其中的地方基层农技部门或管理与服务机构。服务的内容为农业生产所需的各类农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信息并用于农业生产和实现产业化。从功能角度，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是指在农业科技服务过程中作为连接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的桥梁作用，将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内包括农业科技创新、农业信息传播、农业成果推广、农业人才培训、农业技术服务等联结为一体的机构和活动[1]。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有效利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包括生物技术、纳米技术、高架设施栽培和当代灌溉技术等，只有了解并以适当的方式使用了这些技术，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盈利能力。增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主要考虑的是对技术的类型、技术的采用、农业部门使用的技术、目前存在的现代农业技术、信息系统领域以及信息技术在农业教育管理中的作用等作出重要决定，以及学习和研究如何在农业产业中高效利用技术[8]。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建立不仅对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可以使农业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快发发展的当前[9]。有研究通过测度农业科技创新的静态-动态效率( ASTI )来识别20国集团( G20 )国家的效率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G20发展中国家的效率范围相对于G20发达国家而言较大，G20发达国家呈现波动式的下降趋势，而G20发展中国家则从有效率比例的角度呈现上升趋势[10]。
在农业科技服务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当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在不断对本国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进行改革和完善，使体系内各环节对象主体间的互动和交流更加紧密、顺畅和高效，以提高体系效能，不仅包括从供给方研发出科技成果并及时、准确传播到需求方得到应用，而且也包括需求方的生产技术需求传导到供给方并指导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和培育。国内外围绕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组成结构、内在机制、运行效果、存在不足、改进措施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研究，包括农业科技主体社会化与多元化[11-12]、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13-15]、农业科技服务主体间关系与交流[16-17]、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与效率[18-19]、农业成果转化因素与服务绩效等[20-21]，但是关于思政通过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尤其是在不同社会制度或不同社会环境中的潜在作用，对整个农业科技服务系统效能的影响，国内外鲜见报道。
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效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涉及体系内各构成要素以及所处的当时环境，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国内外关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方面的研究报道很多，但主要聚焦于农业科技的创新效率、传播效率和技术效率三个方面。农业科技创新效率主要与创新动力机制紧密相关，而农业科技创新动力机制主要面临运行效率不高、运行主体结构不均衡、资金保障力不足、人才激励水平不高等问题，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内部的目标利益驱动、主体创新能力、内部激励机制等，和外部的政府政策导向、市场需求拉动、外部环境激励等[18]。有学者以基因工程和农业生态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技术范式进行有效分析，使用创新系统（SI）方法来确定农业研究系统内创新的决定因素（影响研究选择的因素），系统地描述了每个决定因素的影响（例如，资助优先事项、科学家的认知和文化习惯等），这些决定因素通过互作，构成了阻碍农业生态工程发展的技术体制和锁定局面[22]。
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也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接受者的背景、所处环境以及传播的手段方式。有学者研究农户沼气采纳的同群效应，重点考察了亲友关系对农户沼气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亲戚朋友对沼气的采用显著促进了农户沼气的采用，亲友关系越强的影响更为显著[23]。探讨影响埃塞俄比亚北部家庭采用沼气技术决策的因素，结果表明，性别、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有显著影响[24]。研究合作社对埃塞俄比亚农民采用新农业技术的影响，结果表明，合作社社员身份有强烈的正向影响，教育程度、家庭地理位置和年龄与合作社社员身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25]。考察约旦蔬菜种植者所感知的农业推广教育方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受过基本教育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业收入的老年人仍然是主要从事蔬菜种植的人，最喜欢的推广方式是农场参观、农民会议小组、成果展示和农场参观[26]。研究加纳北部和上东部地区各种农业技术转让方法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农民之间的传授、技术示范田、家庭推广和广播是该地区使用的主要农业推广方法，而大众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对农民传播信息的支持率明显较低[27]。有研究评估关于两项改进的农业和畜牧业技术信息来源以及传播手段的功效，结果表明，农户培训、示范和农户间互动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农业推广方式[28]。探讨农业技术信息源在印度Punjab现代技术知识传播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进步的农民、经销商和收音机是现代技术的主要信息源，对农户有效采纳新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29]。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技术效率不仅受到技术信息传播的影响，而且受农业空间分布、受众文化程度、宗教背景等的影响。有研究利用一个独特的县级数据集来考察中国农业的技术效率和技术差距，并将这些县分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技术不同的地区，结果发现，不同区域边界方面的效率得分和农业生产技术的领先水平不一致[30]。这表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技术效率不仅与技术水平紧密，而且直接受知识扩散效率的影响。以河北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考察区域农业技术效率的空间依赖性，结果显示，2008-2017年河北省各市农业技术效率提升明显，产业集聚对提高农业技术效率具有统计学意义,农业技术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差异性[31]。对北加纳水稻优良品种的非采用者和采用者进行比较，发现文化和宗教背景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采用及技术效率发挥关键作用[32]。利用2016年美国农业部农业资源管理调查( ARMS )探讨精准农业( PA )技术采用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拥有先进PA技术包的农场在技术上比非采用者更有效率。技术效率的差异并不是由不同的生产技术造成的，而是由农场低的投入使用效率造成的[33]。
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除了以上各环节的主要因素外，从政策层面，需要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平台和载体建设，重视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完善开放共享机制。有研究以中国安徽省为例，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分析绿色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结果发现，农业科技创新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有所提高，但规模效率水平相对较低，提高整体配置效率的关键路径是提高规模效率水平。16个市州农业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在纯技术效率方面表现良好,但在规模效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影响了不同地区的整体配置效率[34]。另外，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人作为一个具有主导能动性的主体，思政建设能通过培养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从各环节去影响整个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效能。农业领域的思政建设作为我国思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性保障。加强农业领域的思政建设就要对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中加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的思政建设是重要部分。
2.1.2 文献反思
现有研究从市场与效率、政府与管理、文化与心理等角度研究了如何有效提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的作用过程。其中，主张市场经济下供需双方自主对接和有效匹配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忽略了农业科技服务系中需求端存在着大量分散、个体的农户，其知识处理能力不足、信息搜寻能力有限、自主对接市场水平不够，从而使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实际运行过程存在偏差，使有效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难以转变为有效的治理效能；主张政府主导下强化高校、科研院所等组织的有效管理、精准对接来提升治理服务效能，通过不断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不断完善政府治理能力，自上而下、向外向里注入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科技服务动能，却忽略了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农业科技服务者的主观能动性，忽略了组织主导的管理行动需要更好地尊重参与者的主体性和使命感，才能更好地提升服务效能；秉承文化逻辑和大众心理的解释，更多强调了文化的中介作用和文化的塑造功能，任何个体都受到特定文化观念的影响，其行动不可避免地带有当下文化基因，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大众心理的压力，但却忽略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背后的政党因素和政治价值。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融入了党的初心使命，融入了党的政治感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因此在推进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时需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塑造功能。
表1 不同逻辑下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实现
	视角
	逻辑
	核心观点
	存在不足

	市场
	效率逻辑
	理性选择、自发匹配
	忽略了消费者状态

	国家
	组织管理逻辑
	政治引导和精准服务
	忽略了参与者的主体性

	文化
	社会心理逻辑
	文化塑造和心理认同
	忽略了政党因素


2.2 研究框架与问卷设计
2.2.1 研究框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积极推动农业科技人才进入农村，扎根乡土，持续开展科技服务，有助于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助于畅通城乡要素互动互助。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完善农业科技支撑体系，促进乡村全面振兴[35]，但是当前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研究，更多重视服务队伍建设[36]，而对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支撑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关注较少。可见，以前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重视科技的传播，关注知识的植入，侧重评估供给侧如何通过信息传播的提供影响需求侧，并在此基础上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效果进行评价和考核。不同于重在基于技术逻辑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研究，本文认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信息传播路径，不仅仅只是知识和技术的单向度传播，也需要对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思政建设影响供需双方的价值观，通过价值塑造来提升信息传播的效果，从而更好地提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实施效能。因此，本文通过研究对供给侧、科技信息传播路径、需求侧进行思政建设，将有助于信息传播，使服务效果变得更好。也即，本文的研究是价值引导下的技术逻辑。具体如下图所示：

服务效能评估
技术
传播
供给侧
科技信息传播路径
需求侧

思政建设
思政建设主导的技术传播


图1 研究框架

2.2.2 问卷设计
（1）问卷设计思路：首先确定本研究的题目、内容及背景缘由，并通过文献资料的查询，了解清楚当前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能效研究的国内外现状，以此为基础，确定研究对象、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并明确本研究结果将产生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围绕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供给方、传播途径、需求方、效能评估四个环节，确定考察核心指标及对应问题，通过访谈、专家咨询、开放试卷调查和初试问卷，最终形成“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能效提升调查问卷”。
（2）问卷设计方法及内容：根据本研究所确定的对象、内容以及核心考察指标，通过随机访谈，形成调查问卷初稿并开展试调查；在试调查基础上，结合文献确定调查题目，根据题目难度和题目与所属维度详细系数筛选最终调查题目，形成最终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按年龄、职业、学历、从业类型等维度分层，年龄按> 50岁、36-50岁、≤ 35岁分层；职业按科技工作者、政府人员、农业生产者分层；学历按大学以下、大学（本专科）、研究生分层；从业类别按养殖业、种植业、其他（除种植养殖外的涉农领域）。问卷围绕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供给侧（科技创新端）、传播（信息传播）、需求侧（需求端）、服务效能（成果质量与应用效果）四个维度，初步确定60个调查题目，最终确定40个调查题目，每个维度各10个调查题目。问卷的同构性信度和分半信度分别为0.866和0.812，各因素的同构性信度和分半信度分别在0.832-0.882和0.770-0.902之间。
2.3 研究过程
整个调查过程持续三个月。笔者首先通过实地走访基层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农业企业家、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等，通过现场观察、个案访谈等方式获得了有关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的一手定性信息；同时，笔者通过线上调查问卷和线下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对全省农业科技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农业生产者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一手定量数据，通过对收集的问卷进行数据清洗，经过整理过后的有效调查问卷构成了本文写作的数据基础。
本文研究方法为定量研究，通过对全省范围内的养殖业、种植业和及其他行业的科技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和农业生产者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一手数据。问卷调查主要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选择省内珠三角地区、粤东粤西地区和粤北山区等代表性城市广州、湛江、汕头和韶关4市，按照年龄、职业、学历、从业类型等维度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受访者包括三个主要年龄段，分别是35岁以下的初创型农业企业管理者或初步介入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政府工作人员、农业科技工作者；36-50岁的骨干型农业企业管理者或初步介入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政府工作人员、农业科技工作者；50岁以上资深型农业企业管理者或初步介入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政府工作人员、农业科技工作者。受成本、疫情等多因素的制约，具体调查过程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下问卷调查，计划在按照“一核一带一区”的区分，在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山区各选择一个城市（广州、湛江、汕头、韶关4市）进行线下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各市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从事农业科技服务的政府工作人员、农业企业管理者及农业企业员工等，共发放200份问卷，回收195份问卷，有效问卷19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7%。一种是线上调查问卷，将调查问卷电子化通过腾讯问卷调查系统进行网上推送，笔者通过作为广东省科技特派员的熟人介绍和帮助，通过他（她）们的帮助，将电子问卷靶向推送给全省各地市的科技特派员工作群，并且借助科技特派员的帮助推送给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农业科技工作者、农业企业管理者及员工、当地农民等。通过多途径推动问卷，总共获得有效电子问卷500份，其中有效电子问卷482份，有效电子问卷回收率为96.4%。
最终，笔者总共获得线上线下调查问卷为700份，有效问卷为676份，总的有效问卷回收率96.6%。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从年龄结构来看，35岁及以下的被访者占比最高，为46.11%；从教育分布来看，研究生教育程度占比最高，为69.46%，这表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从业人员中，相当数量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知识水平；从身份类型来看，农业科技工作者占比最高，为61.68%；从行业组织来看，养殖业从业人员占比最高，为41.29%，这表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行业组成中，以养殖业从业人员数量最多。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2 样本基本情况（N=676）
	指标
	选项
	百分比
	指标
	选项
	百分比

	年龄
分布
	>50岁
	16.77%
	身份
类型
	科技工作者
	61.68%

	
	36-50岁
	37.13%
	
	政府人员
	10.78%

	
	≤35岁
	46.11%
	
	农业生产者
	27.54%

	教育
程度
	大学以下
	11.98%
	行业
类型
	养殖业
	41.92%

	
	大学（本专科）
	18.56%
	
	种植业
	29.94%

	
	研究生
	69.46%
	
	其他
	28.14%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常来看，实践效能是衡量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运行的重要指标。有关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效能评估，需要区分不同阶段和时期的具体情况，需要厘清不同阶段和时期的运行机制。具体来看，有关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党的十八大之前，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更多是基于发展主义逻辑，力图通过政府主导，引导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等参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二个时段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党的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接力发力，解决了农村脱贫问题，实现了农民生产生活富裕，此时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主导力量是党和政府，得益于党的乡村振兴战略，使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能不断提升。
3.1 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及效能提升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和组织现象，需要运用组织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来进行科学研究，而且主要需要采用科学的态度和实证的立场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才能真正把握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具体运行情况。因此，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作为一个行动体系，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组织层面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主要是指各级政府、高校、科研院所等与农业企业之间的科技服务合作；二是个体层面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主要是指农业科技工作者、政府工作人员等与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农业科技服务合作。具体来看，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合作效能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3.1.1 个体理性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及效能
随着有关个人与组织关系的研究深入，人们开始关注个体究竟偏爱什么样的组织。组织的总体声誉、组织对产品或产业的态度、组织内部特定职能部门的地位、培训和晋升的机会，以及组织的地理位置等，都会对个人与组织的相容性有着特殊的影响，而个体正是基于对于自身与组织关系情况的内在判断，做出自我选择。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政府工作人员、农业科技工作者、高校科研院所工作者等，对于如何开展农业科技服务有着各自的理解、选择和行动。
就实际情况来看，年龄越大，从事科研实践越长，参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可能性越大；从性别差异来看，男性科研人员比女性科研人员具有更强的参与愿望和具有更大的参与合作潜力；从教育程度来看，教育程度越高，从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自觉性更高，参与经验也更丰富，参与能力也越强；从工龄来看，工作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参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参与经验也越丰富；从职称来看，职称越高，参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可能性越大，参与能力也越强。
同时，个体动机对参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也有重要影响。研究表明，良好的心态对参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参与者对服务体系效能承担责任，参与者认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有意义且对农业生产者具有帮助，参与者能够清晰知道通过合作途径能够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来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还包括服务的多元性、过程的完整性、工作的重要性、个体的自主性和结果的回馈性等多个指标。调查结果也表明，越是服务多样性、过程完整且工作重要、个体能够自主掌控，并且服务效能能够得到农业生产者的正向反馈或者表达诉求，都有利于提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整体效能。在调研中，笔者也发现，那些能够提升科技工作者、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参与者工作动机和工作满意度的做法，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服务效能。进一步来看，有效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能够使参与者感受到科研工作特征的刺激，进而会影响到个人的参与成果，从而正面影响个人成长需求强度和成就动机强度，形成了参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正向反馈，最终导致有效的效能提升闭环。
[bookmark: _Hlk118065962]3.1.2 组织理性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及效能
关于组织合作的理论目前有交易成本理论、以资源为基础的理论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网络的出现是企业为了节约在市场交易的外部成本和内部生产的协调成本，网络之间的信任能够减少防止诈欺，解决争端等交易成本。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合作网络是能够降低外在的不确定性，保证战略性资源的稳定，以及预期为组织所获得的组织形式。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来说，既有组织内部的网络，也有组织之间的网络，不管是组织网络还是个体网络都有助于行动者在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场域中获得资源和力量，从而有助于帮助自己实现个人目的。因此，不管组织之间的关系网络还是个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对提升农业科技服务效能均具有帮助，通过发挥优势学科互补所进行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建立在资源互补基础上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可以保证合作的长期稳定和有效，基于知识共享基础上的合作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成效。
资源基础论认为组织在“独特的”组织资源基础上进行竞争，因此资源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的特性。正是这种异质资源为组织提供了竞争优势[37]。这些有价值的、稀缺的资源如果得到模仿壁垒的保护，就可以经受得住竞争对手的模仿，使这种竞争优势得以持续，这种模仿壁垒包括时间压缩不经济、历史的独特性、资源的互补性和因果的模糊性。随着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扩展，如何发挥稀缺资源的作用，如何突破脱贫资源短缺的制约，这就需要推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组织之间所有的资源优势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中进行互补合作，在交往过程中取长补短，进而促进双赢，达到提升服务效能的作用。
3.1.3 政策支持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及效能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还取决于制度成本，因此地方政府所营造的制度环境和提供的优惠政策成为重要影响因素。国际化的制度环境能够降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成本，增加参与者之间的信任，而且合作联系一旦建立，则促使不同参与者之间的依赖程度加大，制度环境的规范性可以推动合作进一步发展。因此，政府通常大力培育规范的制度环境，作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首要因素，通过提供优惠政策，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提供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制度支持。
同时，不同参与单位的领导者也具有重要作用。不同部门的领导通过制度激励和组织设置让下属意识到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可以激发参与者的高层次需要，建立互相信任的氛围，促使参与者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重，并达到超过原来期望的结果。在组织内部，领导与下属相互信任、尊敬，有内在的共同目标；领导者通过让员工意识到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意义和责任，以激发下属的高层次需要，使下属为团队、组织和更大的政治利益而超越个人利益；自然，下属也可以获得领导者更高水平的支持、信赖与关心，从而持续提升农业科技服务效能。
3.2 党的十八大之后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及效能提升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的地位不断强化，一切工作都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上也是如此。具体来看，通过思政建设来强化党在农业科技服务领域的统领能力显得尤为明显。当前，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包括供给端、传播途径、需求端和效能评估四个环节，不同环节中思政建设提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实施效能情况如下所示：
3.2.1 服务精神对农业科技服务供给端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服务精神对于推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服务强度影响最为大，67.07%的被访者表示服务精神能够提升涉农科研单位实施农业科技服务的强度；其次是转化作用，64.67%的被访者认为服务精神有利于促进农业成果的整体规划、培育及转化应用；再次是质量提升，52.69%的被访者认为服务精神可以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质量；最后是产出效率，50.3%的被访者认为服务精神能够提升农业科技成果的产出效率
表3 服务精神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供给端不同维度的影响分布
	影响维度
	影响大
	影响一般
	影响小
	没有影响

	服务强度
	67.07%
	28.14%
	4.19%
	0.6%

	转化作用
	64.67%
	28.74%
	5.39%
	1.2%

	质量提升
	52.69%
	39.52%
	7.19%
	0.6%

	产出效率
	50.3%
	43.11%
	5.39%
	1.2%


3.2.2 科技素养对农业科技服务需求端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59.88%的被访者认为科技素养的提升能够促进基层农业科技服务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效果，29.94%的被访者认为科技素养有助于农业生产者更加容易获得农业科学技术信息，43.11%的被访者认为科技素养有助于农业生产者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途径更加多样化，45.51%的被访者认为科技素养有助于农业生产者获得更加丰富的农业科技信息，37.72%的被访者认为科技素养有助于农业生产者更容易获得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可见，强化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科技素养，有利于需求侧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息和技术指导，这种助推作用远远高于简单的信息获得。
表4 科技素养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需求端不同维度的影响分布
	影响维度
	影响大
	影响一般
	影响小
	没有影响

	促进效果
	59.88%
	32.93%
	5.99%
	1.2%

	获得信息
	29.94%
	38.32%
	26.95%
	4.79%

	信息多元
	43.11%
	43.71%
	9.58%
	3.59%

	信息丰富
	45.51%
	40.72%
	11.98%
	1.8%

	技术指导
	37.72%
	49.1%
	10.78%
	2.4%


3.2.3 政策引导对农业科技服务信息传播的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52.1%的被访者认为政策引导在推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及平台的建设上有较大影响；50.3%的被访者认为政策引导在推动农业科技技术市场的发展上有较大影响；50.9% 被访者认为政策引导在拓宽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方式上有较大影响；50.9%的被访者认为政策引导对提高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效率有较大影响；43.11%的被访者认为政策引导在提高农业科技信息的传播精准度上有较大影响。这表明，政策引导在推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平台建设、市场发展、信息传播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表5 政策引导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需求端不同维度的影响分布
	影响维度
	影响大
	影响一般
	影响小
	没有影响

	助推体系平台建设
	52.1%
	40.12%
	7.19%
	0.6%

	推动科技市场发展
	50.3%
	43.11%
	5.39%
	1.2%

	拓展信息传播方式
	50.9%
	41.32%
	6.59%
	1.2%

	提升信息传播效率
	50.9%
	37.13%
	10.78%
	1.2%

	提高信息传播准度
	43.11%
	43.71%
	12.57%
	0.6%


3.2.4 价值塑造对农业科技服务的效果评估
调查结果表明，46.71%的被访者表示价值塑造对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应用具有大的助推作用，42.51%的被访者认为价值塑造能提高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44.91%的被访者认为价值塑造对农业科技专家的农业科技服务效率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43.71%的被访者表示价值塑造在提高农技服务针对农业生产需求的满足度上有较大影响，45.51%的被访者表示价值塑造在提高农业生产者对技术服务的满意度上有较大影响，59.28%的被访者认为价值塑造在未来农业科技支撑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有较大影响。
表6 价值塑造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效果不同维度的影响分布
	影响维度
	影响大
	影响一般
	影响小
	没有影响

	助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
	46.71%
	42.51%
	9.58%
	1.2%

	科技助推农业生产
	42.51%
	47.31%
	8.98%
	1.2%

	专家提升服务效率
	44.91%
	46.71%
	7.19%
	1.2%

	满足农业生产需求
	43.71%
	44.31%
	10.78%
	1.2%

	提升农业生产者满意度
	45.51%
	41.32%
	11.38%
	1.8%

	支撑农业生产过程提升
	59.28%
	31.74%
	7.78%
	1.2%


3.2.5 回归模型分析
价值塑造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通过选择思政建设作为价值塑造的操作化指标，建立以“思政建设是否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bookmark: _Hlk118017482]从背景变量模型来看，年龄对思政建设是否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有部分影响，在认为思政建设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方面，年龄介于36到50岁的人占比比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高6.3%；身份类型对思政建设是否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有部分影响，相比农业生产者来说，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思政建设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的高6.7倍；教育程度对思政建设是否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有显著影响，相比大学学历以下的人，大学本科教育程度及以上认为思政建设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的人高5.8倍，研究生教育程度的人认为思政建设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的高3.95倍；从业类型对思政建设是否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有显著影响，养殖业人员认为思政建设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的比例较其他类型人员高2.8%，种植业人员认为思政建设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的比例较其他类型人员高15.2%。
[bookmark: _GoBack]总体模型显示，除了从业类型中的养殖业人群相对其他人来说没有显著影响外，其他背景变量继续有显著影响。此外，农业科技专家是否重视思政建设工作，对思政建设是否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有显著影响，相比参照群体，认为有正向影响高4.98倍；思政建设对农业生产者获得农业科技服务的实用性影响有正向显著作用，相比参照群体，认为有正向影响的高7.8倍。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政策和措施对思政建设是否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没有显著影响。
表7 价值塑造是否有助于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的回归模型（N=676）
	
	B
	Exp (B)
	B
	Exp (B)

	年龄(以年龄>50岁为参照）
	
	
	
	

	36-50岁
	0.061*
	1.063
	0.539*
	1.714

	≤35岁
	-0.097
	0.907
	-0.873
	0.418

	身份类型（以农业生产者为参照）
	
	
	
	

	科技工作者
	-1.613
	0.199
	0.067
	1.070

	政府工作人员
	6.460*
	7.666
	8.787*
	4.081

	教育程度（以大学以下为参照）
	
	
	
	

	大学（本专科）
	9.601**
	6.776
	2.179**
	1.320

	研究生
	1.599*
	4.950
	2.863*
	7.522

	从业类型（以其他类型为参照）
	
	
	
	

	养殖业
	0.028*
	1.028
	-0.282
	0.754

	种植业
	0.141*
	1.152
	1.148*
	3.153

	农业科技专家是否重视思政建设工作（不重视=0）
	
	
	4.913***
	5.983

	思政建设对农业生产者获得农业科技服务是否有实用性影响（没有实用性影响=0）
	
	
	4.392***
	8.828

	思政建设对国家和地方的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政策和措施有无影响（没有影响=0）
	
	
	1.815
	6.141

	常量
	1.738
	5.688
	-8.935**
	0.001

	-2 对数似然值
	101.92
	37.796

	Nagelkerke R 方
	0.143
	0.741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bookmark: _Hlk118066454]市场需求和政府目标是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宏观制度背景。市场需求是导致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原因。在世界各国的农业科技服务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有显著影响，但由于政府运作方式不够市场化，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也就未能很好的改善服务效能。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目标集中在那些具有较高社会收益和对政府有用的项目上，因此政府资助往往不一定是最有市场价值的项目。由市场需求驱动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具有较强的利益诉求，一方面，有市场需求才能获得资源和资金的支持，使合作项目能够持续下去；另一方面，光有市场需求还不够，还必须具有可行性和应用价值，大多数情况下，基础合作项目不多，应用性和能够迅速产生市场效应的合作项目往往会受到重视。
政府目标是影响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我国，创新驱动战略使农业科技创新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而参与农业科技创新活动的主体则是国有公办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通常情况下，高校与科研院所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与智力资源，注重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尤其重视研究成果的领先性与前沿性。它对研究成果的适用性重视不足，对研究成果转化和市场洞察的能力较弱。就企业来说，企业的研发多集中于应用开发研究和产业化阶段。注重研发技术的适用性，时刻关注市场变化，可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需求信息。这在提高研发资金使用效率和捕捉市场信息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在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企业、高校与科研院所发挥各自的资源和结构优势，灵活运用国家的各种政策和制度，进而通过合作和优势互补，促进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和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发展效能。
政策激励发挥了重要的支持功能。制度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重要而有力的手段，制度对于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中，制度支持可以形成一种良性有效的合作空间，从而支持参与者积极推动和参与服务行为。制度界定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由于人类行为的复杂特征，不同制度指向需要对各种可能的具有负的外部性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约束，从而降低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在有序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下，所有参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社会成员需要按照已有的制度办事，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制度对于认知和信息的作用来看，制度会给定特定的信息空间，有利于人们在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环境下，形成稳定的预期和特定的认知模式，从而有利于指导个人和组织行为，很多时候，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有时耗费众多资源和时间的也难以成功，这是需要有合理的原则来评估合作行为的责任，因此，有效的制度支持可以解决合作成功时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思想建设有助于发挥价值濡化功能，从而提升农业科技服务效能。越是中年人群，越重视思政建设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作用，相比年轻人或年龄较大的人群，36-50岁人群正是农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的中坚群体，也是很多农业企业和生产服务机构的管理者，他们更加重视思政建设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所发挥的价值塑造功能，从而提升了对日常管理工作的支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更加重视思政建设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作用，政府工作人员是乡村振兴的主导力量和参与骨干，他们更加需要在日常管理、产业发展、培训教育中植入思政元素，通过思政建设来提升乡村振兴的效能。教育程度越高，越重视思政建设的价值濡化功能，对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在推动科技服务建设过程中，越重视价值的渗透和引导，越需要价值濡化来提升技术支持的作用。养殖业和种养业等技术含量较大的行业，越是需要思政建设来支撑，这是因为种养殖业是高强度、高技术的行业，在进行日常管理中，越是需要植入思政元素，引入思政建设，才能更好地推动种养殖业的发展。农业科技人员和农业生产者的态度和认知也对思政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通常来说，农业科技专家只有重视思政建设，才能在思政建设助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中发挥正面作用；只有农业生产者认为思政建设有作用，才能推动思政建设助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中发挥正面作用。可见，思政建设是否有助于提升农业科学技术与成果的转化与应用的回归模型显示，教育程度、行业类型对思政建设助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有显著影响，同时，供给端农业科技人员和需求端农业生产者的主观态度和认知也有显著影响，而传播路径则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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